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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决城市中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对于促进社会融合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

25个城市流动人口与家庭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迁移行为、家庭化迁移等特征

对其住房选择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仅有小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已购房。其中，社会经济水平越高，越

有可能通过迁居改善住房，并获得城市住房。(2)家庭化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购房的直接驱动力，起到决

定性作用。(3)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获得住房的机制存在显著的城市差异，非一线城市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流动

人口在住房选择上呈现出“向上的流动性”，即实现从租房到购房，而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即使具有高收入仍很难

获得城市住房。建议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需求纳入考虑，进而促进流动人口落户，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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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已成为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其在城市中的住房问题对于促进社会融合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近 40年来，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城市住房的供应和消费方式及人口分布与再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1-2]。城乡迁移过程、迁移

特征、定居意愿等研究逐渐趋于完善[3-4]，而对于流动人口城市内部迁居行为及住房选择的研究则较为缺乏[5-6]。一方面，已有研

究强调户籍制度、自身社会经济能力对流动人口居住迁移和住房选择的限制
[7]
。另一方面，研究指出流动人口由于“循环迁移”

（Circular migration）、家庭分离（Split households）和工作导向的特征，使其缺乏在流入城市改善住房的动力和积极性[8]。

近年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呈现长期化、家庭化趋势，定居意愿也在不断增强[9-11]。随着劳动力和住房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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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不再依赖于本地户口获得购房资格，而实际的城市住房拥有率也有所提高[12-13]。 

与此同时，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蜗居”“蚁族”等话题成为社会热点，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差，或因城中村、地下室等住

所的清理拆迁而迁居，甚至“逃离北上广”，导致大城市人才流失[14]，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空间剥夺”和“社会公平”等问题[15]；

另一方面，武汉、南京、东莞等二三线城市为追逐“人口红利”和吸引人才纷纷发布住房优惠政策[16-17]，吸引高学历、高技能人

才在城市购房、落户，融入城市。这些新现象，不仅表明稳定的住房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定居和落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体现出城市差异对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重要影响。基于以上新背景，利用全国 25个城市流动人口与家庭调查数据，本文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流动人口的居住迁移行为、家庭化迁移等特征对其住房选择的作用机理，并通过不同城市的比较进一步揭

示影响路径差异，为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供理论和科学支撑，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18]。 

1 研究综述 

住房选择尤其是住房产权获得（housing tenure）是国外城市地理和城市研究的核心关注点[19-21]。其中，移民住房由于产权

缺乏、住房质量差、空间边缘化等问题，及与社会融合、空间隔离等紧密联系，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2-24]。“同化理论”

（Assimilation theory）表明国际移民在流入地会经历多次居住迁移，迁移轨迹往往与其社会同化路径相联系，其迁居能力也

体现了“社会经济流动性”（socio-economic mobility)[7,22]。移民首次入城时往往选择与具有相似文化、经济和种族背景的群

体聚居，居住地通常靠近工作地点。一旦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移民及其下一代就会试图改善其空间位置和购买住房，进而融入

主流社会，实现同化。这反映了移民因为住房需求变化而主动进行迁居的过程，结果是通过住房产权获得提升住房地位、融入

东道主国[25]。与“同化理论”不同，“分层模型”（Stratification model）指出受到政治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占据初

始优势的“主流群体”会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并扩大现有优势，进而与少数族裔群体（大多为国际移民）保持社会和空间距离[26]。

即使拥有相同的经济资源、处在相同的家庭生命历程和住房市场，移民仍然更难实现其住房偏好
[27]

，住房拥有率远低于本地居

民，并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分异[25]。以上研究表明移民在住房上具备“向上的流动性”（upward mobility），即从租赁到住房产

权获得的过程[28]。而这一过程能否实现除了受到家庭生命历程和住房需求影响外，制度因素对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研究表明国内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内部频繁迁居，例如经历从单位宿舍和亲友借住逐渐向市场住房流动[29]，但却又始终被困

在拥挤不堪、环境脏乱、破败的社区和城中村，或者城市边缘区[30]，迁居后居住状况未能得到较大改善[5]，住房拥有率低[31-32]。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蔓延式扩张、新城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导致的征地、城中村和旧危房拆迁，大量流动人口被迫迁居[33]，流

动人口住房呈现边缘化和不稳定性特征[12]。因此，不同于西方移民住房研究，中国城市的流动人口是否通过自发迁居改善住房、

在住房选择上是否具有向上的流动性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日趋分化[34]，制度因素之外流动人口的自身社会经济因素、家

庭策略以及住房市场对住房选择的影响逐渐显现[35-37]。“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家庭发展诉求[18]。研究表明我国流动

人口特殊的家庭生涯正由“部分迁移、部分留守”向当前的“梯次迁移、举家迁移”的家庭迁居模式转变，不同类型的流动人

口家庭在城市中的住房需求不同[35]。其中，家庭随迁流动人口较其他类型家庭在城市中购房的比例最高[36]，购房是其主动改善

住房和满足家庭化居住需求的结果[13]。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分别关注居住迁移和家庭化迁移对住房选择的影响，但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是否通过迁居来满足家

庭化居住需求，并获得住房产权这一路径缺乏研究。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迁居是否影响住房产权获得（即是否存在“向上的流动

性”）？家庭化迁移对于以上路径有何影响？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城市内部迁居、家庭化迁移与住房

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考虑到城市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家庭团聚[18]及住房选择的

重要影响[38]，本文根据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类型，将其分为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深入探讨城市内部迁居与家庭化迁移对

住房选择影响作用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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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6—2017 年开展的“流动人口与家庭调查”。调查按照 2015 年国家统计局 1%人口抽样调查流动

人口的分布作为抽样框，问卷以每个一线城市 400份、省会城市 300份、其他城市 150份进行随机抽样，共在 25个城市发放 8000

份问卷。为了更细致刻画人口流动的时空变化规律，突出城市特点，按照分层原则，分别选择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中部的东北地区、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西部的成渝地区和关中地区，每个区域选择不同类型城市各一个，以及西

部地区的柳州市。对于设区的市，按照 2015年国家统计局 1%人口抽样调查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来排定不同区的样本量，然后

把样本量分到各个街道。对于不设区的城市及县级市主要在中心城区进行调查。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抽样框，本次主要采

用偶遇加滚雪球的方式来选取受调查者，因此无法做到完全的等概率抽样。为了弥补不足，按照分配到不同区和街道的样本量，

根据 2015年 1%人口抽样调查流动人口的构成比例对样本结构进行控制，比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和行业结构等。最

终回收调查问卷 5847份，回收率为 73.09%。进一步剔除缺失值较多，且明显有误的样本后，用于本研究的问卷为 4926份。 

2.2模型构建与数据测度 

既往研究表明城市内部迁居是实现住房改善并获得住房产权的重要路径[6,19,21]。此外，家庭化迁移可以增强流动人口在城市

中的居住稳定性，而这种居住稳定性往往与住房产权获得相关[34-35]。因此，本文认为在城市内部迁居、家庭化迁移、住房获得（本

文将住房获得定义为住房产权的获得）这三个相互独立的因素之间具有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而言，作用路径包含三个方

面，一是迁居与住房获得，二是迁居与家庭化迁移的实现，三是家庭化迁移与住房获得。考虑到结构方程模型是分析变量之间

的复杂路径关系并识别这些关系受控制变量影响的重要工具，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城市内部迁居与住房获

得之间是否存在家庭化迁移的影响路径，并分析该路径的作用。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将迁居、家庭

化迁移、住房获得作为核心变量，将居民的社会经济情况、流入地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住房获得会受流出地住房情况

的影响，对流出地住房产权变量加以控制，从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 1）；其次，基于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进行分组对

比分析，探究在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中居住迁移与家庭化迁移对住房获得影响作用的空间差异；最后，基于模型修正指数进

行部分调试。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将核心变量设置为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城市中的迁居行为、家庭化迁移特征、住房获得情况，三者均为 0

或 1的二元变量；将控制变量设置为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流入地居住时长、流入地城市类型和流出地住房获得情况[35-36,39-40]。

此外，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工作部门、月收入。考虑到学历、高技能人才往往

受到城市政策的青睐，他们也更有机会获得住房产权[13]，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分为两类，即大学及以上学历和其他。而在

老家已经拥有住房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中的购房意愿[35]，因此本文也把流动人口是否在老家具有房产作为控制变量。

在城市类型变量上，本文将流入地城市分为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非一线城市。一方面，城市落实户籍管理制

度改革的进展不同。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陆续要求非一线超大城市取消落户限制或放宽落户条件，并且在如成都、西安等城

市推广人口吸引政策。而几个少数的一线城市仍然采取了严格控制流动人口进入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另一方面，一线城市

和非一线城市的住房成本愈加分化。住房投机、住房限购、棚户区改造等在一线城市的更为密集，使得北京、上海、深圳等城

市的住房成本迅速增加。因此，将城市样本分为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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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框架 

3 实证结果 

3.1描述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仅有 10.9%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已获得住房产权，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仍居住在非完整产权的住房中，呈

现出较低住房融合状态。其中，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远低于非一线城市，仅有 4.6%的流动人口已获得住房。一线城

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难落户等问题仍然阻碍流动人口城市住房的获得。 

在城市内部迁居和家庭化迁移方面，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间也存在显著差异。首先，近 60.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存在迁

居行为，表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迁居行为较为普遍。其次，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明显。40.0%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状态，

调研数据显示，该比例较流动人口第一次外出工作时（仅为 21.6%）显著增加。此外，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迁居行为更为普遍，

比非一线城市高出 13.3%，而家庭化迁移的比例略低于非一线城市。由此可见，流动人口迁居行为在住房紧张的一线城市更为普

遍。 

在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方面，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较高的社会经济水平。从全国 25个城市来看，受访者的平

均年龄为 33 岁，其中一线城市的受访者较非一线城市更为年轻化，前者的平均年龄比后者小接近 4 岁。仅有 18.9%的流动人口

具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该比例在一线城市为 23.7%，高于非一线城市近 6个百分点。此外，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近

6200 元，是非一线城市平均月收入的近 1.6 倍。超过 4/5 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从事非政府部门工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平

均时间约为 5年。大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拥有住房产权，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差异。 

3.2流动人口住房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本文进行以下四方面的具体分析。 

第一，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水平与迁居行为显著相关。其中，高学历、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有迁居经历，说明迁居的可能

性伴随流动人口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大。相反，年龄和政府工作则与迁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年长的流动人口

或者政府工作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稳定居住。另外，已婚群体或者久居流入地的流动人口群体更倾向于迁居。这与西方住房研究

结果类似，伴随进入婚姻，许多人群开始寻觅新住所以适应家庭生活需求
[41]

。从城市类型来看，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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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居。以北京为例，流动人口迁居比例高达到 70.3%。在非一线城市的四川崇州，迁居比例只有 34.0%，该值不到北京的 50.0%。

相比之下，流动人口在二线城市的居住状况更为稳定。 

第二，家庭化迁移与迁居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向明显不同。具备大学及以上学历对家庭化迁移具有负向影响。这与

当前高学历群体的不婚倾向、丁克倾向相吻合。女性群体与已婚群体更倾向于家庭化迁移，后者的关联系数是前者关联系数的

8.3倍。已婚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同家人一起居住在流入地城市，调研数据显示该比例达到 58.4%。在家庭化的流动人口中，超过

60.0%的群体是携带伴侣、子女或老人一起居住在流入地。此外，具有政府部门工作和在流入地长时间居住与家庭化迁移有正向

关系。稳定就业与长久生活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另外，迁居与家庭化迁移之间有显著正相关。这体现出了一

种可能性，即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搬迁是为了实现家庭化的居住。 

第三，流动人口的城市住房获得与其社会经济能力和流入地情况均相关。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由于其高购买能力，具备

“向上的流动性”，因此更倾向于获得住房产权。此外，已婚、在本地居住时长都与住房产权获取有正向关系，这与生命历程

视角的住房研究结果相似[42]。长期居住促进流动人口产生定居意愿，从而在流入地购房。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在流入地的家

庭化迁移与住房获得具有正向关系。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购买行为与在流出地是否拥有住房产权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第四，城市内部迁居与住房获得之间存在家庭化的影响路径，而且家庭化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对迁居的完全中介效应。根据

相关性分析结果，城市内部迁居与住房获得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在考虑家庭化迁移的情况下，

家庭化迁移变量与住房获得显著相关，而迁居行为与住房获得不相关。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表示家庭化迁移的路径对迁居与城

市住房获得路径的中介效果为 27.2%，通过 Sobel-Goodman检验。该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存在通过城市内部迁居实现住房获得的路

径，但在考虑家庭化迁移因素后，家庭化迁移对于住房获得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是否迁居不再重要。 

3.3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获得的影响路径比较 

进一步将城市分为一线城市样本与非一线城市样本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在城市间的差异。 

从社会经济水平维度看，高学历流动人口在非一线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向上的流动性”。在非一线城市，具有大学及以

上学历的流动人口不足流动人口的 1/5，是稀缺的人力资源。高学历与城市内部迁居、住房获得均呈现正向关系，可以认为具有

大学或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在非一线城市常常经历迁居，并成为商品房购买者。然而，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高学历属性与本地

迁居行为没有明显相关性，但对住房获得具有正向作用，但相关关系不如非一线城市显著。其次，流动人口收入并不能完全体

现其“向上的流动性”。在非一线城市，收入越高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获得城市住房。而在一线城市，收入与住房获得无关，

只与本地迁居有正相关关系。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自 2010年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以来，非本地户口居民的购房通道几乎关

闭，流动人口很少有获得商品住房产权的机会。因此，高收入的流动人口虽然经历迁居，却未能实现住房产权的获得，其“向

上的流动性”受到限制。 

从制度维度看，就职政府部门工作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城市差异。在政府部门工作是流动人口在一线城市获得住房的重要

途径。公共部门往往为职工提供单位住房、人才住房等优先途径，成为一种制度优势。对流动人口而言，在一线城市的住房获

取，制度优势的作用要比社会经济属性、人口学属性的作用更显著，是最重要的住房“上升”渠道。而在非一线城市，在政府

部门工作更倾向于表现为一种居住稳定性，即公共部门就职的流动人口不倾向于本地迁移，表现出家人同住的稳定居住状态。 

最后，3 个核心变量间的作用关系也呈现出城市差异（图 2）。在一线城市，本地迁居与家庭化、住房产权获取之间的路径

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搬迁并不意味着住房“向上的流动性”，搬迁也不一定是以适应家庭化居住为目的。

而在非一线城市，迁居与家庭化迁移呈现出正相关，在控制其他模型因素的条件下，有迁居行为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形成带家

人随迁至流入地。但是，无论在一线还是非一线城市，家庭化迁移对于住房获取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可以认为，家庭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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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能够形成普遍性的住房“上升力”，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住房。当前，城市住房与部分公共服务绑定。伴随购房，流

动人口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城市权利。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安居”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2核心变量关系及比较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全国 25个城市流动人口与家庭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对城市内部居

住迁移行为、家庭化迁移和住房选择之间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探讨，同时揭示了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之间的差异。研究结论主

要有： 

(1)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拥有率整体较低，其住房选择获得具有不同的路径。一方面，社会经济水平越高的流动人口，

越倾向于迁居，并最终实现城市购房。这一路径反映出部分流动人口具备“向上的流动性”，即通过主动迁居获得住房改善。

另一方面，在考虑家庭化迁移因素后，家庭化迁移对于城市住房获得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是否经历迁居不再重要，表明流动人

口的家庭化迁移趋势是其在流入地购房的重要驱动力。 

(2)一线和非一线城市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首先，相较于一线城市而言，非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在

住房选择上具有“向上的流动性”。高学历、高收入的流动人口往往经历迁居，呈现家庭化迁移趋势，进而更倾向于在流入城

市购房，体现了其基于家庭需求改善的居住迁移与住房选择。而在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虽然经历更加频繁的迁居，却没有带来

家庭化的居住结果，最终也未能实现住房获得，其向上的住房流动性受到限制。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其城市

住房获得没有相关关系，而其学历、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其住房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一线城市吸引高学历、高技能人才

导向的政府政策不无关系，也意味着获得住房的市场化路径受到限制。 

(3)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非一线城市，家庭化迁移趋势已成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房、“安居”的直接动力。与以往“循

环迁移”的家庭化策略不同，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家庭化迁移的趋势体现了其在城市中定居的决心，而购房是其获得相关城市权

力的重要途径。 

本文研究结果对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愈发明显，其在城市中较频繁的

迁居行为一方面反映了其对住房需求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有住房并不能满足家庭化迁移的需要，使其呈现高流动

性。当前诸多城市为流动人口提供单位宿舍、人才公寓等虽能满足部分流动人口的需求，但却无法满足家庭化迁移的需求，应

适当增加家庭住房，扩大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范围，使其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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